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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闽西的生态压力与人口迁徙
———基于高头江氏族谱与契约的分析*
彭 兴
(厦门大学 历史系，厦门 361000)
摘 要: 高头多山，自然条件有限。明末以降，高头江氏为解决因人口过度增长所带来的生态压力，不得不选
择向外迁徙。而乾嘉道时期东山房江汉蟾家族，尤其是泊清房的兴起表明，虽然高头人地关系紧张，但江文亮等叔
侄凭借自身优势，持续在高头购产置业，成为高头土地交易中的重要受入方。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竞争中失败的
江文锦，则只能变卖家产，抵充迁台资费，成为高头江氏向外迁徙队伍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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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末五代以降，大量北方人口迁入闽地，福
建迅速发展起来。至明清时期，在严峻的生态压力
下，福建人开始了大规模向外迁徙活动。［1］人口流
动一直是福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在以客
家人为主的闽西地区尤为突出。闽西是福建开发较
晚的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闽西很快就面临
发展瓶颈，永定尤为典型。［2］在永定，由于人口增长
过快，人地矛盾变得特别尖锐，向外迁徙已不可避
免。永定高头乡即是其中代表。
高头地处永定东南，东邻南靖书洋镇，下辖高
东、高北、高南、梅花石、大岭下六村，是典型的山区。
高头的居民以江氏为主。据《永定县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统计，高头的常住人
口为 5219 人，其中 90%以上是江氏。［3］高头江氏是
高头社会变迁的主角，也是本文考察的主要对象。
以往关于高头社会变迁的研究，主要从家族发
展、生计演变和丧葬礼俗等视角切入。苏志强通过
对高头江氏迁台历史的考察发现，早在明清之际，高
头江氏即开始迁台。此后，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和
社会环境的影响，众多江氏族人纷纷渡海谋生。至
22 世时，至少有 460 名江氏族人迁台。江氏族人迁
台后，仍与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在发迹之后回乡
置业、助力公益。［4］沈丽娟通过对《济阳江氏高头族
谱(南山房)》中世琥系心学支派的考察指出，在向
外迁移上，心学支派表现出明显的向海外移民为主
的迁徙特点。［5］何文婷等通过考察清末以来，高头
社会的生态环境、生计模式及其演变发现，地理环境
的限制、生态压力的增长对高头人的生计模式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6］294 － 314方勇骏等通过考察高头的丧
葬礼俗发现，高头的丧葬礼俗既是中原、闽台、客家
等多重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也是高头社会经济发展
在精神层面的映射。［6］315 － 358上述研究对高头社会的
历史变迁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但未对高头，尤其是
高头江氏向外迁徙的历史过程展开论述，而这是我
们理解高头社会变迁的关键。
2016 年冬，一批来自高头江姓总数约 180 件的
契约文书流入江西，由朱忠飞购得。经笔者初步整
理后发现，这是一批以土地、房屋为交易对象的契约
文书，命名为朱忠飞藏《高头江氏契约文书》。这批
契约始于魏济渊将一处禾田卖与姻亲江景福的清康
熙二十三年(1684)，止于沈跃辉将自家土楼间卖与
本家(沈) 镇坤叔的 1963 年。在这 200 余年间，特
别是乾嘉道时期东山房江汉蟾家族交易记录较为完
整的留存，及其与东山房族谱的高度对应，为我们追
溯这一时期的高头社会经济变迁，进而理解高头江
氏向外迁徙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契机。
本文试从高头江氏的族谱和契约出发，在考察
江氏家族发展的基础上，对高头江氏向外迁徙的历
史环境及具体过程进行分析，进而理清明清以来客
家土楼区域的社会经济变迁历程及其内在机理。
一、高头江氏的人口增长与迁徙
通过田野调查，在高头收集到 11 部江氏族谱。
其中，高东东山房族谱 7 部，分别是江守仁藏《江氏
族谱》，江荣光藏《江氏族谱》《江姓济阳郡福建省永
定县高头东山族谱》和《重修济阳江氏族谱》，江欣
福藏《济(淮)阳江氏系世族谱》，江国达藏《江氏济
阳郡敦睦堂“万利家族”世系纪要》。高北北山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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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3 部，分别是庆余楼藏《江氏族谱》，江万汉抄藏
《江氏族谱》，江龙济藏《济阳江氏高头族谱( 北山
房)》。高南南山房族谱 1 部，即江寿生藏《济阳江
氏高头族谱( 南山房)》。这些族谱均为手抄本，所
抄年代均不详。
据上述族谱的记载，元初，永定江氏一世祖江八
郎曾孙江百八郎携幼弟数人，自上杭三坪迁永定大
溪，后兄弟各择住地，长兄百八郎迁高头银山岽西南
坡岗北头，即松林坑，成为高头江氏开基祖。其墓现
存于高头乡高北村谢屋坑，墓碑于“清乾隆十二年
(1747)丁卯重修”，由“嗣孙三大房同立”。［7］
明初，八世祖江海成生五子，除长子添沮、次子
添济分迁海澄、平和外，留居高头的三子，分迁三处。
三子添澄居湖墩背，为高头东山房开基祖。四子添
洧居窠角，为高头北山房开基祖。五子添满居横山
下，为高头南山房开基祖。此后，南山房后裔又分迁
梅花石、大岭下等地。至此，高头东山、北山、南山三
大房的格局基本奠定。
由族谱可知，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东山房逐渐
成为人数最多的一房，北山房稍次之，南山房又次
之。即使在人数最少的南山房，人口增长的速度也
相当快。以南山房世珀系心学支派十七世祖文甫公
裔为例。截至 1949 年，在文甫公派下，仅成婚男子
就有 326 位。［5］又如，北山房 18 世江集成，即承启楼
建造者，有建字辈子 4 人，千字辈孙 20 人，赞字辈曾
孙 72 人，翰字辈玄孙 360 人，五代男丁共 456 人。［8］
再如，本文重点讨论的东山房孟辉公有子 3 人，孙
12 人，曾孙 41 人。人口增长之快，可见一斑。而人
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生态压力，则是明末以来，高头
江氏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厦门大学历史系于 2008
年在高头所作的田野调查显示，清末以降，由于每家
每户所拥有的土地十分有限，大多数只有五六分地
左右，所以高头人不得不选择做工匠或者向海外移
民的方式来维持家庭生计。［6］309 － 310
据江荣光藏《江氏族谱》记载，在高头江氏东山
房 18 世中，已有人“往台”“往东都”。东都即郑成
功收回台湾后，建立的明郑政权的首都。由此可知，
东山房 18 世正值明清之际，而此时高头处于郑成功
政权管辖范围之中。
由沈丽娟考察的南山房世珀系心学支派的海
外移民情况可知，南山房世珀系心学支派的移民活
动，以清末时向海外，尤其是向缅甸、马来西亚、印尼
等东南亚地区的移民为多。［5］不过，由江荣光藏《江
氏族谱》可知，在明末至清中前期，高头江氏的移民
去向主要还是尚处开发阶段的台湾。在清代，尤其
是清中前期，台湾一直是高头江氏移民的重要目的
地。
如上所述，在清代，高头江氏族人迁台的原因，
主要缘于人口快速增长而引发的生态压力。那么，
如何在更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解释这样一种由生态压
力引起的人口迁徙，则成为我们理解高头江氏的发
展，及其与高头社会经济变迁关系的关键。基于此，
笔者下面将从以江汉蟾家族为中心的契约文书出
发，在江荣光藏《江姓济阳郡福建省永定县高头东
山族谱》辅助下，通过个案分析的形式，来理解高头
江氏与高头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高头江氏的业权交易: 以江汉蟾家族
为中心
明清以降，福建地主制经济发展出现了族产化
的趋势。刘永华通过考察闽西四堡的族田发展过程
发现，团体所有制是闽西土地经营形态中最主要的
部分。［9］相对于团体地主，本文考察的江汉蟾家族，
则明显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地主。根据刘永华的
研究，这部分地主在闽西占比不大。但笔者认为，其
对于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江汉蟾家族
即是代表。
( 一) 契约交易的人群、时空与标的
在高头江氏契约文书中，出现时间最早的是江
景福。据高头高东江荣光藏《江姓济阳郡福建省永
定县高头东山族谱》记载，江景福是高头东山房 12
世祖尚富玄孙，即 16 世孟辉公次子。此后契约中出
现的人物，大致都可归入孟辉公房下，为这一房子孙
社会经济活动的记录。
据高头高东江荣光藏《重修济阳江氏族谱》记
载:
十六世孟辉公三子
景寿，号行素，配林氏，生七子:汉章、汉奇、
汉演、汉澄、汉位、汉璠、汉琳。
景福，号 琪 介，配 邬 氏，生 六 子: 福 孙 ( 无
嗣) 、汉琰、汉蟾、汉文、汉超、汉拔。
景岳，配曾氏，生二子:汉曾、凑孙( 无嗣) 。
由上述记载可知，孟辉公房下有三子，即景寿、
景福、景岳。此后，三子又分衍诸多支系。以景福公
为例:
十七世景福公六子
汉琰，配李氏，生二子: 秀清、鸿清; 继配廖
氏，生二子:来清、容清。
汉蟾，号愧瞻，名卓，配魏氏，生三子:沐清、
沛清、泊清;继配苏氏，生子: 汲清。汉文，配魏
氏，生一子，时清。
汉超，配余氏，生四子:幼元、幼连、幼学、流
清。
汉拔，配李氏，生一子:永清。
在孟辉公派下，以景寿公、景福公支系繁衍最
盛。而景福公支系中，又以景福公次子汉蟾( 号愧
瞻)房为核心。这批契约中所载的交易记录，多有
景福公支下各房参与，而主要交易人均为愧瞻公房
下的子孙。由契约可知，以江汉蟾( 愧瞻公) 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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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至其祖 16 世孟辉公、父 17 世景福公，下至其
子 19 世泊清公、20 世孙文亮公、21 世曾孙振贵公，6
代人一直在高头生活。
以江汉蟾家族为中心的契约交易，一直从 18 世
纪初延续至 20 世纪中期。而这之中，又以康熙、乾
隆、嘉庆、道光年间为主。清中前期的契约交易，集
中分布在高头东境，即以银山岽(迎山背) 和松林坑
为中心的区域，亦即今日高东村以东、金丰溪上游地
带。
在契约中，交易对象主要是耕地、房屋。由以禾
田交易为主的土地买卖契可知，高头江汉蟾家族的
农业生产，以稻作为主。在 176 张土地交易中，有
69 张是与水田、秧地水田、禾田、早禾田、大冬禾田
有关的契约，占土地交易契总数的 39． 2%。而这之
中，又以早禾田及大冬禾田的交易契为多。在房屋
即土楼间的交易方面，以多典的形式进行。由于土
楼间的契约数量有限，笔者考察的重点将放在土地
交易上。
( 二) 买与卖:契约中的家族分化
1． 魏、江两姓在康熙年间的土地交易
康熙年间，南靖魏氏在前后 20 余年间，将大量
田地转与江氏。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 魏济渊立
字将 禾 田 卖 与 姻 亲 江 景 福 起，至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1712)魏育珊将承祖水田卖与姻亲江汉蟾止，魏、
江两姓之间共有 9 起土地交易。
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魏济渊立字将禾田卖
与姻亲江景福一事中，魏济渊因“日后子孙不堪行
用”，而将禾田卖与姻亲江景福。
康熙四十二年(1703)，魏永悦因无银使用，将
承继自其父魏济渊的水田，卖与姻亲江汉琰、江汉澄
兄弟。其中，江汉琰即江景福长子，江汉澄即江景寿
四子。十四年后，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江汉澄
又将田转与江景福次子江汉蟾。两契中魏永悦均仅
言无银使用，故而无法知晓卖田的真正原因何在。
但两卖契中颇高的价银———“番线银一十三两五钱
正”和“番钱银二十二两五钱正”，则显示出事情并
不简单。笔者推测，在高头及其周边，作为稀缺资源
的田地被大量出卖，说明魏永悦这两年家中很可能
遭遇变故，因而不得不大量卖田，以渡过难关。
而其后的契约则显示出，这种大规模将田地卖
与江氏姻亲的行为，不仅仅是魏永悦的个人行为。
两年后，魏永悦的侄子们———魏育璇、魏育珊、魏育
玑等五兄弟，亦在无银使用的情况下，将祖分田卖与
妹婿江汉澄。
由契可知，魏育璇五兄弟将水田卖与妹婿江汉
澄后，江汉澄又将这块水田与康熙四十二年(1703)
从魏永享手上承买的水田，一并于康熙五十六年
(1717)转与堂兄江汉蟾。因此，在康熙年间，江汉
蟾已通过江汉澄转让的方式，间接从魏氏姻亲那里
得到两块规模颇大的水田。
从魏济渊将禾田卖与姻亲江景福，到魏永悦将
水田卖与姻亲江汉琰、江汉澄兄弟，再到魏育璇五兄
弟集体将水田卖与妹婿江汉澄，魏氏 3 代、9 次出卖
较大规模耕地的事实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魏氏的
持续衰落，更是作为外戚的江氏，尤其是江汉蟾房的
兴起。接下来出现的一系列交易契则显示出，这种
趋势发展迅速。
2． 江汉蟾家族在乾嘉道时期兴盛局面的形成
乾嘉道时期，江汉蟾家族契约交易共 63 起。其
中，乾隆年间 16 起，嘉庆年间 26 起，道光年间 21
起。由高东江荣光藏《重修济阳江氏族谱》可知，这
63 起交易绝大多数都发生江汉蟾家族中:
十八世汉蟾公四子
沐清，配张氏，生四子:凤来、凤才、文明、文
辉;继配黄氏，生二子:文元、文发。
沛清，配魏氏，生一子，立三弟一子文礼。
泊清，带君广，号志荣，配邱氏，生五子: 文
亮、文英、文槐、文礼( 大继沛清) 、文□入大学。
汲清，号致广，配刘氏，继配卢氏，生一子:
文锦。
十九世沐清公四子
凤来，字兴彩，配卢氏，生四子:恒仁、恒义、
恒礼、恒智。
文明，配李氏，继配黄氏，生三子: 积贵、兰
贵、仑贵。
文辉，配苏氏，次配卢氏，生二子: 恒光、恒
达。
文元，配张氏，生一子，故。
十九世沛清公二子
文和，配卢氏，生四子:林贵、朋贵、鸣贵、浩
贵。
文礼，配苏氏，生一子:相贵。
十九世泊清公三子
文亮，配林氏，生二子: 振贵、庆贵( 出继三
弟) 。
文英，配徐氏，生三子:坤贵、圣贵、庚贵。
文槐，立长兄次子庆贵为嗣。
十九世汲清公一子
文锦，配张氏，移台。
自 16 世孟辉公，至 17 世汉字辈子、18 世清字
辈孙、19 世文字辈曾孙、20 世贵字辈玄孙，均见载于
乾嘉道时期的契约中。由《重修济阳江氏族谱》可
知，乾嘉道时期契约交易中的主要买方的亲缘关系:
江景福的次子是江汉蟾;江汉蟾的三子是江泊清;江
泊清的长子是江文亮，次子是江文英;江文亮的长子
是振贵，次子是庆贵，庆贵后过继给江文亮三弟江文
槐;江文英的长子是昆贵。
由契可知，江汉蟾是绸工。笔者推测，这是其连
续参与交易的资金来源。从江汉蟾在康熙四十八年
(1709)和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两场相隔甚短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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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颇大的交易中，分别出银 34 两和 46 元五钱，可知
其相当宽裕。由于契约本身的限制，笔者无法做出进
一步的分析。但从其在康熙四十八(1709)至康熙五
十一年(1712)，尤其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即承接三
笔田产来看，江汉蟾的交易总额是相当大的。
由于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 至乾隆二十一年
(1755)间，江汉蟾诸子的交易记录的缺失，清字辈
的交易状况无从得知。但从之后的契约中，可以发
现，江汉蟾子孙，尤其是四子江泊清房的兴盛。
江泊清长子文亮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 至嘉
庆五年(1800)期间，进行了 9 起交易，共出银约 308
两。江泊清次子文英在乾隆四十年(1775) 至嘉庆
五年(1800)期间，进行了 13 起交易，共出银约 150
两。此后，文亮子振贵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 至咸
丰五年(1855) 期间，以受入方的身份参与交易 17
起，成为江汉蟾家族中，参与交易时间最长、次数最
多的人物。而其在契约中的称谓，亦从乾隆年间的
侄振贵变成了咸丰年间的振贵叔祖。此外，振贵堂
弟即文英长子坤贵，亦在嘉庆九年(1804) 至道光十
年(1830)间参与了 5 起交易，共出银 26 两。
如上所述，三代过后，江汉蟾家族尤其是泊清
房，仍保有规模较大的财富。从江汉蟾到江泊清，到
江文亮、江文英，再到江振贵、江坤贵，江汉蟾家族的
4 代人在百余年中，持续作为买方出现的事实表明，
其在高头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了更好地理解乾嘉道时期的 63 起交易，笔者
将契约买卖中双方分别定义为立契人与受入人，以
亲疏远近的方式将双方的层级划为四等，即泊清房、
江汉蟾家族( 不含泊清房)、江汉蟾父系亲属( 不含
江汉蟾家族)和其他。据此，笔者分别对泊清房、江
汉蟾家族、江汉蟾父系亲属、其他四部分受入对象进
行了统计。
通过统计，笔者发现，泊清房是乾嘉道时期最大
的受入方，其买入契占总交易契的 39． 52%。在这
39． 52%的交易契中，立契人分别来自泊清房、江汉
蟾家族、江汉蟾家族父系亲属，三者分别占 5． 81%、
15． 11%、18． 60%。在泊清房之外，即汉蟾家族、江
汉蟾家族父系亲属作为受入人的契约数，分别占比
13． 93%、18． 57%，而两者立契人大多来自孟辉公
房。由此可知，与之前的交易对象多为姻亲不同，在
乾嘉道时期，主要的交易对象集中在孟辉公房下，尤
其是江汉蟾家族内部。
为了进一步明了泊清房下诸子孙，即江文亮、江
文英、江振贵、江坤贵的交易活动。笔者以受入人为
中心，将受入人的交易对象，划为同父者、同祖父者、
同曾祖父者、同高祖父者、同族者 5 个层级。
据此，笔者统计发现，除乾隆五十年(1785)三弟
文槐子庆贵(文亮次子，后过继文槐门下)与伯文英间
的典田事，由文亮出面抵理外，再无此类契约交易。
在江文亮、江文英、江振贵、江坤贵 4 人的交易
中，主要交易对象集中在同祖父者、同曾祖父者、同
高祖父者中。与同父者交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
祖父者与叔侄 4 人的交易升至 15 人次，占泊清房交
易总数的 37． 5%。同曾祖父者与叔侄 4 人的交易
为 8 人次，占比 20%。同高曾祖父者与叔侄 4 人的
交易为 7 人次，占比 17． 5%。这表明，四叔侄的交
易对象主要集中在同房亲属内。至于其后即振字辈
子孙，尤其是作为受入人振贵，则将交易范围进一步
扩大到同族者。这与其在长达 60 年的契约交易中
所积累的财富和权威，密不可分。
如上所述，通过考察江汉蟾家族核心成员在乾
嘉道时期的交易活动可以发现，江汉蟾诸子孙长期
持续地大量购地活动，在使江汉蟾家族尤其是泊清
房日臻鼎盛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高头的土地集
中化。这使本就紧张的人地矛盾，因土地占有的分
化，而更加严重。这进一步促使难以继续在高头生
活下去的江氏族人，另谋出路。
3． 迁台:清中期高头生态压力的出口
如前所述，高头山多地少、环境承载力有限，无
法满足江氏人口快速增长所需的大量资源，从而促
使高头江氏在明末即开始了向外迁徙的活动。据
《重修济阳江氏族谱》记载:“十九世汲清公一子。
文锦，配张氏，移台。十九世流清公一子。凤带，配
黄氏，生一子，昌贵，移台。”这类记载在高头江氏三
房的族谱中屡见不鲜。据高头江氏族谱记载，除迁
台外，迁漳泉、潮汕、南洋乃至四川者，族谱亦多有载
录。而迁台也在同时期的交易契中得到印证。兹以
汉蟾孙、文英堂弟江文锦为例，说明高头江氏向外迁
徙的历史环境及具体过程。朱忠飞所藏《高头江氏
契约文书》有一份《嘉庆三年十二月廿一日文锦立
卖粪窖契》，其文如下:
立卖粪窖契字人弟文锦，仝妻张氏母子，今
因无银使用，自情愿将到聚德楼右片手坐头向
第二个粪窖一口。今托中送与兄文英前来出首
承买。当日凭中三面言定出到时值价银叁两
正。其银即日随契交讫。其粪窖自出笔之日付
与买主出手营业。有卖人不得异言。此系正行
交易，不是准折之故。二皆甘肯，两无逼勒。今
欲有凭，立卖契一纸付与买主永远为炤。
外批文锦父子台回之日，任凭收赎，再炤。
在见中人兄文辉( 押)
侄仁贵( 押)
代笔人龙贵字
嘉庆三年戊午岁十二月廿一日立卖契人弟
文锦( 押) 、妻张氏( 押) 。
由契可知，江文锦及妻张氏因往台缺少盘费，将
家中仅剩财产典卖与堂兄文英、文亮。在嘉庆三年
(1798)十二月二十一日，文锦将自家所有的聚德楼
粪窖一口卖与堂兄文英，得银 3 两正，并特别注明文
锦父子从台湾回乡时，即可收赎此窖。笔者以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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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以此作盘费，一家人已往台去。但之后再次出现
的文锦典卖契则说明，情况并非如此。
嘉庆五年(1800) 五月二十日，文锦将承典自堂
兄文珀(汉蟾兄汉琰孙) 的聚德楼房、棚 3 间，及承
典自堂兄文明(泊清兄沐清子) 的棚 1 间，转典与堂
兄文亮，得典价银 13 两钱 800 文，并特别注明文锦
父子从台湾回乡时，即可收赎，即钱还钱主，间还本
人。嘉庆五年(1800) 六月八日，文锦又将自家聚德
楼房、棚 4 间，及承典自堂兄文德( 汉蟾兄汉琰孙)
的棚 1 间，典卖与堂兄文英，得银 22 元正，并特别注
明文锦父子从台湾回乡时，不论年月收赎，银还银
主，间还本人。此后，未再出现文锦典卖财产的契
约。笔者推测，通过前后三次典卖家中财产，文锦在
两年时间内凑足了前往台湾所需的盘费，共计银 16
两钱 800 文，又银 22 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次典卖中，文锦名下所有的
财产仅房 4 间、粪窖 1 口，无自有田产。在筹措迁台
资金的典卖活动中，文锦首先将自有的粪窖卖出，但
仅得银 3 两，无法满足一家人的迁台所需。在一年
后，文锦又不得不将自己和承典自堂兄的房屋，转典
给文亮、文英。这样才凑足了迁所需资费。笔者就
此推测，此时文锦一家的经济状况已极困难。如若
不然，何以迁台资费需要 2 年，且通过典卖、转典粪
窖与房棚等方式来筹集。
在乾嘉道时期的高头，文锦的境遇并非个例。
据高东江荣光藏《重修济阳江氏族谱》记载，文锦堂
弟凤带亦于此时移台。此外，契约也显示出，这种移
民活动是以文锦为代表的高头江氏，为解决生计而
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如文锦所立的 3 张契约显示，
移台的江氏族人并未隔断与家乡的联系。虽然事或
未如文锦所愿，但这种移民他乡的生存策略的长期
存在，确实对高头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结语
高头自然条件有限、环境承载力不足、开发空间
小，加之人口增长过快，生态压力增大。笔者认为，
生态压力增大的情势，固然使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继
续在家乡生活下去。在本文中，作为谋生策略的向
外迁徙，是文锦等人迫于无奈的选择。成功如文亮
者，依然在高头积累财富，继续发展。区域社会经济
变迁的面相相当复杂。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现场，通
过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才能相对准确地把握历
史的本来面貌。就本文而言，作为个案的江汉蟾家
族尤其是泊清房的兴盛与文锦的失败及迁台，所反
映的也并非明清高头社会经济全貌。如何解释作为
高头主要建筑的土楼在明清时期的兴建，如何解释
高头移民目的地在清末的转向，是我们进一步理解
明清以来高头社会经济变迁的关键。笔者将继续思
考这些问题，以求更全面地理清明清以来客家土楼
区域的社会经济变迁历程及其内在机理。
( 本文使用的主要资料均由赣南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与旅游学院朱忠飞老师提供，在写作过程中，亦
得到朱老师的悉心指导。厦门大学历史系刘诗古老
师阅读了本文，并在研究视角与论文修改上给予了
笔者许多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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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Stress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With the Jiang＇s Family in Gaotou of the Western Fujian in the Qing Dynasty in Focus
PENG Xi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0，China)
Abstract: Gaotou is a mountainous poor area． Since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Jiang＇s family in Gaotou had to choose to migrate
outwards in order to release the ecological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excessive population growth． However，the rise of Jiang Hanchan
family in Dong Shanfang Family，of which Boqing House in particular，during the reign from Emperor Qianlong to Emperor Daoguang in
Qing Dynasty，showed that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is tense，Jiang Wenliang and other uncles and nephews，
with their own advantages，continued to settle down and purchase property in Gao Tou and became important recipients in the transac-
tion of Gao Tou land． At the same time，Jiang Wen Jin，who had failed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mpetition，could only sell his
family property to offset the cost of moving to Taiwan and became a member of Gao Toujiang＇s outward migration．
Key words: land transaction contract; genealogy; Jiang＇s family in Gaotou; ecological stress; population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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